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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是当前创新管理领域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借鉴态势理论，利用ICT行业40家上市公司2015—2017年数据，从双网络的结构与关系双重维度出发探究各网络特征与企业技术生态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合作网络规模与技术生态位呈倒“U”型关系，知识网络规模与技术生态位呈正相关关系，合作距离与技术生态位“态”呈倒“U”型关系。研究结论为企业选择有效合作策略、知识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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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Relation and Technology Niche: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and Knowledge Du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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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innovative ecosystem is one of the main paradigms in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situational theory, using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he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dual net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echnological niche of the enterprise with the data of 40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ICT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17. It is found that, the cooperative network scale and technology niche are in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and the knowledge network scal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echnical niche; the cooperation distance and the technical niche state are inverted U-shaped.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choose effective cooperation strategies and knowledg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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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迄今为止，创新研究的范式历经线性范式、体系范式，开始进入到创新生态系统的时段[1]。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越来越依赖其所处的创新生态系统[2]。而积极抢占顶端技术生态位，能够提升企业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所处层次，使其跻身价值链高端位置[3]，从而扩大企业可用资源的范围并创造竞争优势。
    自1991年Freeman[4]补著录文献首次提出“创新网络”的概念至今，网络化已成为研究技术创新的重要视角与方法。对于企业而言，网络化创新为处于复杂多变环境中的企业提供了整合技术所需知识和资源的平台，成为企业创新实力提升的动力[5]。从本质上讲，在早期创新网络的研究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联结关系都是基于人或组织的社会联系角度，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知识网络的构建要素也应包含核心组织、从属组织等[6]。而近年来，随着创新网络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有部分学者提出社会网络的连接节点为人或组织，而知识网络的节点则是知识元素，两者并不同构。因而在研究合作关系与知识双重要素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时，应建立双网络——合作网络与知识网络，而非以往的单模网络。
本文试图从双网络这一视角出发，在建立企业间的知识网络与合作网络的基础上，分别从两种网络的结构与关系两个维度探寻企业通过合作创新提升其技术生态位的有效途径，从而更为系统全面地为企业获取创新竞争优势提供思路与参考。
2   理论基础
2.1合作网络与知识网络
2.1.1 双网络的定义与构建
在社会网络中，依据主体要素的联结关系（情感、人际、合作等）可划分出多个种类，合作网络就是建立在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合作网络反映了创新主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创新主体包括个人、团队、组织甚至国家[7]。不同的创新主体可以获取不同的资源、知识、思想和信息，这些均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因而创新主体逐步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合作关系[8]。在创新合作网络中，节点代表着一个创新主体（研究者/研究团体/研究机构），连线（或者称之为“结”）代表两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9]。
在知识网络中，节点代表一个知识元，而连线代表一种现有发明中两种知识要素的结合[10]。知识元是一种较为社会化的定义范畴，包含一套初步理论，一种科学或是技术领域的研究或是围绕同一主题的事实、理论、方法或程序。由于一项新的发明通常是由知识要素的组合或重组引起，知识元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其在之前发明中的联合应用联系起来[9];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交汇融合的历史轨迹编织成知识元素的网络，也就是知识网络[11]。
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示两种网络的不同构特性，本文利用UCINET软件，选取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的实际数据，分别绘制了其合作网络与知识网络。具体构建方法如下:
（1） 企业合作网络。筛选企业被观测年份的所有联合申请专利，联合申请人与企业自身构成合作网络的各个节点。如果两个或多个申请人出现在同一专利申请人栏，则将这几个节点相连，合作次数则体现为节点之间的连接次数。
（2） 企业知识网络。记录企业在被观测年份申请的所有专利的IPC分类号，取其前4位作为知识元（即知识网络节点）。若两个或多个分类号出现在同一专利，则将这几个知识元素相连，同样的，知识元素之间的关联次数体现为节点间的连接次数。
从图1、图2中可以明显看出企业合作网络与知识网络二者在网络规模、连接节点、连接路径、连接频率（图中连线上的数值代表两节点之间的连接次数）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与Wang等人[10]提出的二者不同构的观点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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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年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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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5年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知识网络

2.1.2 双网络研究进展
基于此，Wang等人[10]通过实证的方法验证了双网络结构特性与探索式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由于二者的作用机理呈现差异性特征，因而总结出双网络之间呈现解耦的特性。此后，Guan等人[12]针对知识网络、合作网络中节点连接关系对利用式和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做了进一步研究，并于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Zhang等人[13]构建了纳米光电子领域创新组织的知识网络与合作网络，并分析了两种网络节点中心度、核心-边缘结构的演化情况。
[bookmark: _GoBack]从我国学者研究情况来看，早在2013年张晓黎等人[14]就依据王众托院士[15]补著录文献对知识网络的定义构建了合作网络与知识网络，但是并未对两种网络之间的关系做深一步的研究。2016年，张晓黎[16]通过仿真的方式分析了网络组织中企业进行关系调整对知识网络的影响。王彦博等[17]构建了双网络，并以我国高科技公司华为为实证对象，分析二者的网络特征（结构洞和中心集中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得到的结论与Wang等人[10]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项丽瑶[18]在研究知识/研究者多样性、双模网络结构与新兴技术创新绩效关系时得出合作网络结构洞越多，知识多样性越丰富，知识网络结构洞也越多，以及合作网络中心势越高，知识网络中心势越高的结论。
综合来看，目前双网络的解耦关系已获得国内外学者的较高认可，但相关研究的开展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关注点侧重于网络的结构特征，从结论上来看也存在不统一性，因而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与研究价值。
2.2技术生态位
2.2.1 技术生态位的定义
“生态位”一词源于生态学，最早由自然生态学家Johnson提出，认为生态位是指每个个体或种群在种群或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功能关系[19]。20世纪90年代，生态位理论被引入到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Schot等人最早提出技术生态位的概念并得到后来的学者广泛认同，认为技术生态位能够反映技术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保护空间，是技术“准演化”的微观环境[20]。
技术创新、技术变革是整个生态系统进化与演替的核心动力，技术的竞争过程使得集群生态链条同产品的价值链条发生分离，决定种群和群落地位的将是其在技术链条上的位置[3]，因而相较于创新绩效，技术生态位能更全面地反映创新个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对于企业来说，技术生态位反映其当前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地位，表现其现有创新实力和潜力以及技术领域宽广程度。对技术生态位的研究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自身的技术发展水准，及时调整其技术创新战略以扩大自身竞争优势。
2.2.2 技术生态位与态势理论
    早期对于技术生态位测量维度多集中在技术生态位宽度与技术生态位重叠度两个方面，如Toby等[21]通过研究企业间技术生态位的重叠程度探寻有效的差异化竞争策略，实现生态位的分离；姚艳虹等人[22]通过实证的方式研究技术生态位宽度与技术生态位重叠度对二元式创新的影响。技术生态位宽度侧重于衡量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元素丰富度，而重叠度则更为关注技术创新主体与其竞争者之间的技术种类的重叠程度，反映竞争强度；但从实际应用上来说，这两个维度侧重于对“位置”的界定，难以体现技术生态位的可持续发展内涵。
朱春全[23]将态势理论运用到生态位研究上，认为“态”是生物体过去自身生长发育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累积成果，体现为“量”的多少；“势”则强调增长率，展现的是生物体对于环境的潜在影响力与支配能力。曹兴等人[20]借鉴这一理论，将企业的技术生态位中的“态”定义为企业长期积累的、现有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生态位之“势”定义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的潜在影响，用企业创新能力增长率表征。
态势理论的应用为技术生态位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表征上也更为全面。由于本文聚焦于寻求企业提升自身创新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分别对应企业技术生态位的当量和增长趋势两个方面，因而运用态势理论表征技术生态位显得更为贴切。
3   研究假设
结构与关系是网络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为了确保网络表征的全面性，兼顾合作策略、知识策略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选取了网络结构要素（个体网络规模）与网络关系要素（关系距离），并分别探讨其与技术生态位之间的关系。个体网络规模反映企业合作创新战略选择的规模/广度取向；网络关系距离则反映企业的合作程度/深度取向。
3.1  合作网络与技术生态位
3.1.1  合作网络规模与技术生态位
在合作网络中，企业的个体网络规模反映其合作伙伴的数量。通常而言，企业合作创新的伙伴数量越多，合作网络规模越大，更多的合作伙伴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创新资源，使得企业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创新产出，从而提升自身的技术实力，获取更高的技术生态位。但是，由于企业与各个合作对象之间可能不仅存在着资源种类上的差异，在空间、文化以及价值观方面也会有所不同[24]，因而，当合作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时，这些差异会加剧合作冲突，增加了协调成本，使得企业通过合作获取创新产出的难度加大。此外，盲目地扩张合作网络规模可能导致合作伙伴筛选不严格，从而带来技术资源外泄、私有信息泄露等隐患，对企业技术实力提升带来负向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合作网络规模与技术创新生态位“态”呈倒“U”型关系；
H2：合作网络规模与技术创新生态位“势”呈倒“U”型关系。
3.1.2 合作距离与技术生态位
合作距离反映合作双方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合作越频繁，合作距离越小；反之，则合作距离越大。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会优先选择与创新合作距离较小，也就是关系更为密切的主体建立合作关系[25]。这是由于一方面，较高的接触频率有效降低了双方的合作成本，有助于形成高情感契约的信任及共同行动标准[26]，促进风险共担；另一方面，初次合作研发活动的失败率较高，选择已建立合作关系的伙伴有助于削弱人力、资金等因素带来的组织冲突，减少合作中断的可能性。也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当合作距离减小时，合作创新的产出以及创新潜力会有所提升，企业得以通过合作获取更高的技术生态位。但是，过于密切的合作关系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一方面，频繁的合作使得企业创新能力受到组织惯例以及网络规则的束缚，形成组织惰性，阻碍新的参与者进入，使得企业的创新视野受到局限；另一方面，长期的合作关系使得合作双方的研发经验、认知结构、思维模式等渐趋一致[26]，不利于新技术的产生，甚至带来技术锁定的风险，从而抑制了企业技术生态位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合作距离与技术创新生态位“态”呈倒“U”型关系；
H4：合作距离与技术创新生态位“势”呈倒“U”型关系。
3.2知识网络与技术生态位
3.2.1知识网络规模与技术生态位
知识网络的节点为知识元，区分标准是知识元素的种类差异，因而，企业的知识网络规模反映其所处知识网络中知识元（技术元素）的丰富程度。在一定时期内，知识网络规模越大，表明其用于创新过程的知识量越丰富，技术差异性程度越大；反之，则表明研发过程中运用的知识种类较为单一。知识网络规模的扩大意味着企业有能力运用更多样化的技术资源，有助于扩展企业的技术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合作研发的风险[27]，相较小规模知识网络能够更高效地获取创新产出。此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而言，知识种类的多样化使其得以整合多种技术领域的知识，带来协同效应[27]，从而使企业技术水平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知识网络规模与技术创新生态位“态”呈正相关关系；
H6：知识网络规模与技术创新生态位“势”呈正相关关系。
3.2.2知识距离与技术生态位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借助知识距离研究企业知识转移的相关问题。企业间的知识距离表示知识源企业与知识接受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差异性和相似度[28]。但对于单一企业来说，其用于研发的内部知识差异度可以反映在其知识网络规模上，而知识距离则表示不同知识元（知识网络节点）之间的关联程度，反映知识间的内在关系[29]。企业总体知识距离较小，意味着企业的知识组合相对固定，且多数知识组合出现频次较高。这也表明，占据多半的知识组合具有相对优越的创新产出能力，有助于后续的技术研发，带来技术生态位的提升；但是，当知识距离过小，即某一种或几种知识组合在一定时期内已经获取较高产出时，其创新潜力有可能已经充分释放，难以通过这种固定的知识元组合创造新的技术成果，从而对技术生态位带来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知识距离与技术生态位“态”呈倒“U”型关系；
H8：知识距离与技术生态位“势”呈倒“U”型关系。
综合上述假设，本文构建了双网络与技术生态位的概念模型，如图3所示。



图3改正：图内假设变量符号改为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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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双网络与技术生态位概念模型

4   研究设计
4.1样本与数据
依据发明专利数据研究创新管理问题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同时，由于本文涉及合作创新，因而在行业选取上需要挑选具有丰富专利产出的高新技术领域。考虑到单一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排除行业因素的干扰，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行业的企业比较重视产权保护、专利产出成果丰富，因此，本文选取了我国40家ICT行业中具有联合申请专利的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通过国家专利局官方检索平台“专利检索及分析”网站，获取了这40家企业2015—2017年3年的发明专利数据，剔除各企业合作专利缺失年份后，分别建立每家企业每年的知识网络与合作网络各90个。此外，本研究中涉及企业的研发投入，这部分数据来自于各上市公司年报。
4.2变量设计
4.2.1 被解释变量
在本文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技术生态位。基于曹兴等人[20]的研究，技术生态位包含两个方面，即技术生态位“态”（TNS）与技术生态位“势”（TNP），前者反映研究主体当前创新能力，而后者则反映主体的创新可持续发展潜力。
（1）技术生态位的“态”。企业的技术生态位“态”采用其当年的发明专利数量进行衡量，包括独立申请与联合申请的专利数目。
（2）技术生态位的“势”。企业在某一年份创新产出的增长率，采用当年发明专利数量同基期发明专利数量的差值与基期发明专利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公式表达为：
                                                   （1）
式（1）中：代表企业i的技术生态位“势”；n为专利统计的基期；m为计算技术生态位“势”的年份；N表示发明专利个数。由于每个企业的首次申请专利年份不同，专利积累有较大的差异性，为了避免造成过大的误差，统一选取2014年作为专利统计基期，在此基础上分别计算某企业2015—2017年3年对应的技术生态位“势”。
4.2.2 解释变量
    （1）合作网络规模。观测年份内企业合作网络中的节点数量，即当年发明专利的联合申请人数量，用CS表示。
    （2）合作距离。当企业i与合作伙伴j之间存在直接的合作关系时（节点i、j之间有
连线连接），其合作距离为[25]：
                                                           （2）
式（2）中：表示企业i与合作伙伴j之间的合作距离；表示i与j之间的连接次数（两企业之间的合作次数）。由于多数情况下企业不止存在一个合作伙伴，因而企业i在第m年的合作距离CD取其与所有合作伙伴合作距离的算术平均值。
（3）知识网络规模。观测年份内企业知识网络中的节点数量，即当年申请的所有发明专利中包含的知识元总量，用KS表示。
（4）知识距离。知识元i与知识元j的知识距离表征为：
                                                          （3）
                                               （4）
其（3）（4）中表示i与j之间的连接频次。当i与j直接相连时，知识距离利用式（3）求得；而当i与j非直接关联并通过k间接连接时，知识距离的计算利用式（4）求得。企业的整体知识距离则取其所有被测算年份的知识元KD的平均值。
4.2.3控制变量
影响企业创新能力与技术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除了本文着重探讨的合作以及知识两个方面外，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时长以及研发投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22,30]，因而本文中选取这两者作为控制变量。
（1）企业专利活动年期。企业参与专利活动的时间跨度，以企业首次申请专利为初始年份，计算至观测年份所经历的年期，并取其自然对数，表示为lnY。
（2）企业研发投入。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查询可得，记录样本企业2015—2017的数据并取其自然对数，表示为lnRD。
5  实证分析
5.1  模型选择
由于不同企业在不同年份的合作对象、知识元有所差异，造成节点的加入与退出现象，加之面板数据具有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的特点，需同时克服两个维度的问题[20]，因而本文选用Stata 12.1进行回归分析。结合前文提出的假设以及收集到数据的特征，依次进行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以及混合效应模型的筛选。在经过F检验、Hausman检验后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选择。
5.2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分别汇总于表1、表2。从表1来看，样本企业发明专利年平均产出在60件左右，总体水平相对较低且个体间的差异较大。事实上，由于研究样本为上市企业，因而部分具有高创新产出的行业内非上市公司并未纳入样本，比如华为在近3年的平均发明专利产出超过3 000件，远超样本平均水平。TNP主要反映样本企业近3年专利产出增长率，从均值来呈现一种上升态势（TNP均值为0.670 9＞0），但是也有部分企业处于下降的状态（TNP＜0）。从合作网络来看，样本企业平均合作对象数目约为4个，密切程度的平均水平相对较高；而知识网络的规模则呈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存在知识单一型与知识多元化企业，知识元之间的关联程度相对较低，普遍更倾向于固定化的知识组合。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NS
	60.688 9
	31.746 1
	10.000 0
	175.000 0

	TNP
	0.670 9
	0.740 9
	-0.983 6
	3.000 0

	lnY
	2.329 1
	0.564 0
	0.000 0
	2.890 4

	lnRD
	18.860 0
	1.420 1
	17.152 7
	25.587 9

	CS
	3.922 2
	2.137 0
	2.000 0
	9.000 0

	CD
	0.323 7
	0.237 6
	0.003 8
	1.000 0

	KS
	21.066 7
	18.100 7
	1.000 0
	67.000 0

	KD
	0.702 7
	0.205 1
	0.000 0
	1.000 0


注：N=40，观测值90。下同

从表2的结果来看，各控制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大，均小于0.5，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而可以放在同一模型中进行回归。此外，虽然合作网络距离与两个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但并不显著，因而仍尝试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表2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TNS
	TNP
	lnY
	lnRD
	CS
	CD
	KS
	KD

	TNS
	1.000 0
	
	
	
	
	
	
	

	TNP
	0.913 3***
	1.000 0
	
	
	
	
	
	

	lnY
	0.409 1***
	0.448 0***
	1.000 0
	
	
	
	
	

	lnRD
	0.773 1***
	0.761 2***
	0.312 5***
	1.000 0
	
	
	
	

	CS
	0.523 5***
	0.563 8***
	0.282 7***
	0.421 1***
	1.000 0
	
	
	

	CD
	0.037 6
	-0.017 9
	0.110 3
	0.062 2
	-0.006 8
	1.000 0
	
	

	KS
	0.330 4***
	0.288 8***
	0.139 9
	0.209 0**
	0.256 0**
	-0.119 8
	1.000 0
	

	KD
	-0.207 6**
	-0.157 6
	-0.159 1
	-0.206 5*
	-0.115 6
	0.132 5
	-0.101 5
	1.000 0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5.3回归分析
由于存在技术生态位“态”和技术生态位“势”两个因变量，且变量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因而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回归。首先探讨各网络特征与技术生态位的线性关系，进而分别就各特征研究其与技术生态位的非线性关系。此外，模型中引入了自变量的二次项，为避免多重共线性与数据自身变异的影响[20]，回归前对有关二次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对每个模型进行了VIF检验，结果均小于10。
5.3.1 双网络与技术生态位的“态”
表3是合作网络、知识网络的结构与关系要素对企业技术生态位的“态”的多元回归结果，各模型F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样本数据与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好。其中：
（1）模型1、模型2研究了双网络特征与技术生态位“态”的线性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的合作网络规模、合作距离、知识距离对技术生态位“态”的影响不显著，而知识网络规模对技术生态位“态”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P＜0.1），假设H5成立。
（2）模型3至模型5是在模型1、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添加合作网络规模、合作距离、知识距离3个自变量的二次项进行回归。模型3中，合作网络规模的系数为正，而其平方项系数为负，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0.01），假设H1成立。同样的，在模型4中，合作距离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也分别一正一负（P＜0.1、P＜0.05），呈现比较显著的倒“U”型关系，假设H3得证。而在模型5中，虽然知识距离的一次项与二次项正负满足倒“U”型曲线的要求，但只有知识距离的二次项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在现有样本基础下这种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因而假设H7未得到证实。
表3  双网络对技术生态位“态”多元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TNS
	TNS
	TNS
	TNS
	TNS

	lnY
	0.492 8***
	15.991 2**
	14.069 9**
	18.515 6**
	17.624 4**

	lnRD
	0.472 5***
	17.564 6***
	12.830 0***
	14.106 9***
	15.865 6***

	CS
	
	0.893 8
	9.895 9***
	-0.364 7
	0.515 7

	CD
	
	-3.829 3
	2.067 9
	28.257 9*
	-3.863 4

	KS
	
	0.295 7*
	0.293 5**
	0.227 1*
	0.234 2

	KD
	
	-9.636 7
	-2.481 4
	-12.347 2
	33.393 2

	CS²
	
	
	-18.386 7***
	
	

	CD²
	
	
	
	-12.530 9**
	

	KD²
	
	
	
	
	-10.267 3*

	F检验
	2.52***
	1.55*
	1.83**
	1.45*
	1.55*

	Hausman检验
	3.57*
	7.45*
	5.86*
	13.99**
	6.92*

	VIF最大值
	1.11
	1.33
	7.80
	3.33
	4.78



5.3.2 双网络与技术生态位的“势”
表4是合作网络、知识网络的结构与关系要素对企业技术生态位“势”的多元回归结果，模型6至模型10均通过F值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度高。其中：
（1）与上一部分回归过程类似，模型6、模型7是双网络的结构、关系要素与企业技术创新生态位“势”的线性关系研究。合作网络规模、合作距离、知识距离3项的系数均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知识网络规模的系数为正且较为显著（P＜0.1），假设H6得到证实。
（2）在非线性关系的研究中，模型8的结果表明，合作网络规模与技术创新生态位的“势”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一次项、二次项系数异号，一次项大于零且P＜0.01，假设H2成立。模型9在模型7的基础上添加了合作距离的二次项，结果显示合作距离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二次项系数为负通过90%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因而合作距离与技术生态位的“势”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假设H4未得到支持。在模型10中，知识距离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假设H8也未被证实。
表4  双网络对技术生态位“势”多元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TNP
	TNP
	TNP
	TNP
	TNP

	lnY
	0.492 8***
	0.473 3***
	0.432 1***
	0.514 6***
	0.491 0***

	lnRD
	0.472 5***
	0.471 6***
	0.370 2***
	0.415 0***
	0.453 1***

	CS
	
	0.007 0
	0.199 8***
	-0.013 6
	0.002 9

	CD
	
	-0.214 6
	-0.088 3
	0.310 4
	-0.215 0

	KS
	
	0.006 0*
	0.005 9*
	0.004 8
	0.005 3

	KD
	
	0.026 9
	0.180 2
	-0.017 4
	0.494 3

	CS²
	
	
	-0.393 8***
	
	

	CD²
	
	
	
	-0.205 0*
	

	KD²
	
	
	
	
	-0.111 5

	F检验
	2.52***
	1.98**
	2.41***
	1.88**
	1.72**

	Hausman检验
	8.89**
	24.97***
	36.91***
	28.42***
	24.40***

	VIF最大值
	1.11
	1.33
	7.80
	3.33
	4.78



5.3.3 结果讨论
从回归结果来看，文中作出的8条假设中，H1、H2、H3、H5、H6得到证实，H4、H7、H8未得到证实。针对未证实假设，总结来看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从合作网络的角度来说，企业的合作伙伴创新能力具有差异性，这使得在相同的合作距离下，企业与不同的对象进行合作的创新产出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对样本企业的创新产出当量（技术生态位的“态”）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但仅通过P＜0.1的显著性检验仍能说明一定问题），但对增长率（技术生态位的“势”）的影响却会比较明显，因为增长率排除了专利产出的累积效应，因而敏感性更高。
再者，对于企业的知识网络，不同企业对知识的利用能力是不同的，这种利用能力的差异可能来源于研发人员水平、企业创新扶植力度、产品需求、前期技术积累等多个方面，这就造成了即使在相同时期内不同企业的知识组合情况以及利用频次（两者通过知识距离反映出来）都较为接近，创新产出当量（技术生态位的“态”）与增长率（技术生态位的“势”）仍呈现差异性的结果。
此外，由于研究过程中严格的信息要求（譬如控制变量的数据获取限定了样本企业必须为上市公司、必须在2014—2017年间持续进行创新活动等），致使样本的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使得特殊性样本对整体的影响作用较大。
6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提升技术生态位的有效合作创新策略，主要包含4个关键问题：合作伙伴的有效规模、合作创新的密切程度、合作对象的科学选择以及知识组合的有效策略。
（1）合作伙伴的有效规模。通过研究企业合作网络规模与技术生态位的关系发现，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一方面，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合作伙伴数量确实会影响企业的技术生态位；另一方面，企业的合作伙伴并非越多越好，存在一定的合理区间，不能一味追求规模而忽略合作质量。因此在企业自主创新遭遇瓶颈时，应逐步扩展与外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同时需要关注各个合作项目的创新产出情况，及时调整合作伙伴规模。
（2）合作创新的密切程度。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密切程度（即合作深度）主要参照合作距离与技术生态位的研究结论。首先，从合作距离与技术生态位“势”的倒“U”型关系可知，企业的当前创新能力起初的确会随着合作深度的加深而有所提升，但过分密切的合作关系却会产生负向效应，致使创新能力下降； 其次，合作距离与技术生态位“势”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性关系，且从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的结果看，企业的创新发展潜力并不一定随着合作密切程度的加深而提升。这就意味着企业长期仅与固定伙伴进行合作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不利于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这种风险性来源于长久以来形成的组织惯例，使得创新活动难以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与进展。
（3）合作对象的科学选择。本文中对于该问题的讨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研究合作距离对技术生态位的影响，探讨企业应该与原有具备稳定合作关系的对象进行合作还是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即合作深度）；二是通过研究知识网络规模对技术生态位的影响，探讨从知识丰富度出发企业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合作对象。正如上文所述，与合作距离小的合作对象继续开展合作具有一定的风险，但实际上建立新的合作关系也存在较高的风险性，最主要的问题是，双方合作距离较大时，二者之间的信赖度较低，容易导致沟通交流不充分使得资源的利用程度下降；从知识网络来看，知识网络规模与技术生态位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知识丰富度提升、异质性程度加大能够带来技术生态位的提升。因而，企业应积极寻求具有丰富知识储备或异质性知识的合作对象。
（4）知识组合的有效策略。从企业内部知识距离对技术生态位的影响研究来看，仅得到二者之间并非线性相关关系的结论，即无论是相对单一化的知识组合（知识距离小）还是相对多元化的知识组合（知识距离大）可能都具有其自身的优点和局限性，但由于实证结果并没有证实倒“U”型关系的假设，知识距离与技术生态位的内在关联尚存在疑问，仍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以寻求该问题的合理解释。
除上述几个关键问题外，在前期的数据收集过程中发现，我国企业的联合申请专利数量总体较少，且占比较低，较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具有很大的差距，以样本企业为例，每家企业平均每年的联合申请专利数量占其当年申请专利总数的20%左右，而随机搜索日本三菱、东芝等企业发现，这项占比达到40%以上；同时，对联合申请人一项进行统计后发现，多半企业的合作对象为同一集团内的子公司，跳出集团寻求外部机构或企业合作的比例相对较低，而这部分企业往往是与高校、研究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与其他企业建立合作的凤毛麟角。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国企业的合作创新意识还相对较弱，合作创新途径也相对狭窄，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当然，这种现象也与我国的社会环境、人文因素相关联，不能直接照搬发达国家的企业创新模式。
    本文在双网络要素方面兼顾了网络结构与关系，但是结构指标与关系指标均仅选了一个，还可能存在其他的特征变量会对企业技术生态位带来影响；而在样本选择方面，仅抽取了ICT行业中的部分上市企业，其他行业以及非上市公司的情况并未多作探讨；此外，文中未对双网络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因而，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这3个方面入手进行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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